
社会投资国家的发展路径如何行之有道？
———基于日本、韩国和中国社会支出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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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既有文献指出，西方国家的社会投资国家发展路径有两条，分别是
社会民主主义路径和自由主义路径。社会民主主义路径的基本特征在于，社会
投资政策支出水平高，社会投资政策的主体是公共部门，社会补偿和社会投资
政策两者支出同步增长。而自由主义路径的发展特征是，社会投资政策支出水
平低，社会投资政策的主体是私人部门，强调工作福利，社会补偿和社会投资
政策两者支出此消彼长。进一步分析东亚的日本、韩国的社会支出发现，东亚
生产主义的发展路径与自由主义路径相似，但韩国社会投资国家路径呈现转型
的趋势。相比较而言，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在老龄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社
会投资国家建设必须超越竞争关系，确立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念，重视社会服
务的基础性作用，走中国特色社会投资国家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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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伴随着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复兴，“社会投资国
家”（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作为适应全球经济社会变化的整体解决方案登上历
史舞台。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社会投资倡议者们认为，福利国家须摆脱将“预后
关怀”（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ｅ）作为解决风险的主要手段以及对它的依赖，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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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风险预防，并着眼于探索提高个人、社会和国家应对风险的能力（林闽钢，
２００８）。２００１ 年比利时时任社会事务与养老金部大臣范登布罗克（Ｆｒａｎｋ
Ｖａｎｄｅｎｂｒｏｕｃｋｅ）邀请诸多社会政策学者在鲁汶（Ｌｅｕｖｅｎ）召开研讨会，之后将
会议论文集结出版为《为什么我们需要新的福利国家》 （Ｗｈｙ Ｗｅ Ｎｅｅｄ ａ Ｎｅｗ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一书，标志着发展社会投资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达成共识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２）。

传统福利国家只能被动地对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保障个体标准化
生命历程中面临老年、患病、失业等风险冲击时不至于陷入贫困。但在后工业
社会，个体生命历程逐渐多元化，低技能、长期失业等新社会风险成为当代家
庭及个人落入贫困的主要原因。因此，福利国家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在消极
的社会补偿性政策基础上发展积极性的社会投资政策，迈向社会投资国家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２）。

既有文献指出，西方国家的社会投资国家发展路径有两条，分别是社会民
主主义路径和自由主义路径（Ｇａｒｒｉｔｚ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近年来，以日本和韩
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投资国家的变化尤为引人关注（Ｍｉｕｒａ ＆ Ｈａｍａｄａ，２０２２；
Ｌｅｅ ＆ Ｋｉｍ，２０２２）。在这一背景下，本文研究问题在于，社会投资国家已形成
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作为东亚生产主义（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ｓｔ）福利体制的代表性国
家（Ｋｉｍ，２０１５），日本和韩国的社会投资路径何以可能？与此相比较，本文更
关注中国的社会投资国家建设何以可为。

二、社会政策、社会支出与社会投资路径的分析框架

（一）消极性社会政策和积极性社会政策
根据艾斯平－安德森（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对社会投资的定义，以是否投资人

力资本为标准，社会政策被划分为注重收入维持功能的消极性社会政策和注重
社会投资功能的积极性社会政策。传统消极性社会政策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
险和津贴等项目，但随着福利国家的持续改革，社会救助逐渐呈现出社会投资
的性质，仅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由于完整保留了保障基本收入的功能，被视为典
型的消极性社会政策，又被称为社会补偿政策。与此相对，积极性社会政策指
的是促进人力资本创造（ｃｒｅａｔｉｏｎ）、流动（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维持（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的社会投资政策，包含早期儿童教育和照顾政策、教育政策、有助于平衡家庭
和劳动力市场的家庭政策，以及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Ｄｅ Ｄｅｋｅｎ，２０１４）。

首先，教育政策创造人力资本，包括初级、中等和高等教育政策，它决定
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禀赋。其次，家庭政策促进人力资本流动。一方面，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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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平衡工作和家庭，使得在职劳动者（尤其是女性）能够快速重返或持续停
留在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家庭政策通过发展照顾服务创造就业，带动经济
增长。近年来，早期儿童教育与照顾（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ＥＣＥＣ）
替代了传统的儿童照顾（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ｃａｒｅ），被纳入家庭政策范畴，政策对象也相
应调整为０—６岁的学龄前儿童。最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通过更新和完善个
体技能，维持劳动者应对风险的能力。积极性社会政策的发展可以用政府在这
三项社会投资政策上的社会支出状况进行衡量。

（二）社会投资路径与分类社会支出指标
随着社会支出数据质量的明显改善，分类社会支出方法（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被广泛地应用于福利国家的比较研究中。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之前，福利国家仍被直接操作化为总体社会支出，支出水平越高，意味着福利
国家发展程度越高。但这一统计方式忽视了不同国家间的制度差异及运作逻辑，
也无法体现不同政策方案的优先性。分类社会支出的方法通过比较福利国家社
会支出结构的差异，帮助人们理解“福利国家到底在做什么”（Ｃａｓｔｌｅｓ，２００９）。
随着以ＯＥＣＤ社会支出数据库（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ＯＣＸ）为代表的各
类数据库不断细化统计口径，分类社会支出方法的使用更为有效。

本文采用分类社会支出方法，通过构建三项指标区分两种社会投资发展路
径：一是积极性社会政策的支出水平，指的是三项社会投资政策总支出占ＧＤＰ
的比例；二是积极性社会政策的支出结构，指的是三项社会投资政策按照支出
水平的排序；三是积极性社会政策和消极性社会政策支出的趋势变化。这两项
社会政策的支出项目和内容如表１所示。

表１　 社会支出的项目和主要内容
消极性社会政策 积极性社会政策

失业保障政策
（１）失业补偿和遣送费（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ｎｃｅ ｐａｙ）
（２）由于劳动力市场原因提前退休（ｅａｒｌｙ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ａｓｏｎ）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１）公共就业服务体系（Ｐ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技能培训（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３）就业激励措施（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４）庇护与就业支持（ｓｈｅｌｔ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５）就业岗位创造（ｄｉｒｅｃｔ ｊｏｂ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６）创业激励措施（ｓｔａｒｔｕｐ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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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性社会政策 积极性社会政策

养老金政策
（１）养老金（ｐｅｎｓｉｏｎ）
（２）提前退休养老金（ｅａｒｌｙ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ｐｅｎｓｉｏｎ）

家庭政策
（１）家庭津贴（ｆａｍｉｌｙ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２）产假与育儿假（ｍａｔ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ｌｅａｖｅ）
（３）早期儿童教育（３—６岁）与照顾（０—３岁）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ｅ）
（４）家务料理（ｈｏｍｅ ｈｅｌｐ）
教育政策

教育经费（ｐｕｂｌｉｃ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资料来源：Ａｄｅｍａ，Ｗ． ＆ Ｆｒｏｎ，Ｐ．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ＯＥＣＤ ＳＯＣＸ Ｍａｎｕａｌ：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ＥＣ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Ｐａｒｉｓ：ＯＥＣＤ． ｐｐ． １６ ．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４组９个国家观测其社会支出变化。一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

代表性国家：丹麦、芬兰和瑞典。二是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代表性国家：美国、
加拿大和英国。三是东亚福利体制的代表性国家：日本和韩国。社会支出数据
均来自于ＯＥＣＤ的社会支出数据库和教育资源数据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由于这些国家２０２０年的最新数据多为缺省值，据此从１９８０年至
２０１５年每５年为１期，形成７期观测数据。四是使用中国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２０年共５
期的社会支出数据，对应的支出项目及数据来源如表２所示。①

表２　 中国社会支出的主要内容和项目
支出 定义 数据来源

失业保障
政策 失业保险支出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从２０１８年
开始去除技能提升、职业培训
和稳定岗位三项支出）

《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养老金
政策

养老保险支出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支出、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支出 《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老年福利支出 高龄补贴 《中国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教育政策 财政性教育经费 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及高等教
育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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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到数据收集时间限制，中国社会支出数据的年份滞后ＯＥＣ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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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定义 数据来源

家庭政策

财政性学前
教育经费

学前教育阶段的财政性教育经
费投入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生育保险中的
生育津贴支出

女职工在生育期间的工资，即
产假工资 《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儿童福利经费支出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经费、其他
儿童福利经费 《中国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积极劳
动力市场
政策

就业补助支出
包括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
鉴定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
创业补贴、就业见习补贴等

《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失业保险基金中
部分支出

技能提升、职业培训和稳定岗
位三项支出（从２０１８年开始） 《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社会投资国家的两种发展路径

（一）社会民主主义路径
在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中，社会投资的理念可追溯到瑞典在经济大萧条

时期所提出的生产性福利（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ｓ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社会政策被视为投资而非成本
（Ｇａｒｒｉｔｚ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图１呈现了１９８０—２０１５年丹麦、芬兰和瑞典的社
会政策支出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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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年丹麦、芬兰和瑞典的社会支出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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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积极性社会政策支出水平高
丹麦、芬兰和瑞典的积极性社会政策支出占ＧＰＤ比例平均达到１１ ３％，远

高于其他ＯＥＣＤ国家。长期以来，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以较高的去商品化程
度、普及主义的福利给付和服务，以及国家作为福利的主要供给者等特点著称，
从而拥有较高的社会投资支出水平。
２ ． 社会投资政策的主体是公共部门
以积极性社会政策支出水平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教育政策、家庭政策、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国家是社会投资政策的供给主体，主要原因在于：第一，
跨阶层的共识。民众普遍认同以公民权为基础、中产阶级标准的普及主义模式，
并以此惠及社会弱势群体。第二，劳资合作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传统。慷慨的失
业保险和对失业者的技能培训相互结合，发展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安全
（ｆｌｅｘｉｃｕｒｉｔｙ）模式，以适应宏观经济的快速变化。第三，两性平等。发展家庭政
策在支持女性就业的同时，形成庞大的社会服务产业吸纳女性就业，增强女性
的经济独立性。因而，高度的跨阶层和跨性别共识，加上党派的支持，使得北
欧社会投资路径对于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各项社会投资
政策支出稳定增长（Ｈｏｒｎ ＆ Ｋｅｒｓｂｅｒｇｅｎ，２０２２）。
３ ． 积极性与消极性社会政策支出同步增长，形成补充关系
丹麦、芬兰和瑞典的积极性和消极性社会支出呈同步增长趋势（见图１）。

事实上，这一趋势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就已十分明显。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看
来，预防为主的社会投资政策能够赋能（ｅｎａｂｌｅ）劳动者参与劳动力市场，而补
偿性政策能够为劳动者在经历失业等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候提供生活保障，两
者同步发展才能使个体持续停留在劳动力市场（Ｇａｒｒｉｔｚ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这
种消极和积极并重的社会投资策略虽然会遭受右翼政党挑战，但十分坚挺。
４ ． 高福利支出导致财政约束问题
图１显示，丹麦、芬兰和瑞典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曾尝试抑制社会支出的快速

增长，经历数次改革，社会支出虽有一定程度下降，但２０００年后又增长明显。
可见，北欧国家社会支出的缩减因制度依赖难以实现。以芬兰儿童照顾服务改
革为例，２０１０年芬兰政府以欧债危机作为改革契机冻结儿童福利支出３年。但
是到２０１５年中间党重新成为议会多数时，限制儿童享有日托服务权、增加家计
审查门槛和进一步缩减亲职假等缩减政策的倡议都因为政治上辩论过于激烈而
最终未能实施（Ｎｙｂ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二）自由主义路径
受到“第三条道路”理念的影响，自由主义路径强调用社会投资政策替代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传统的社会补偿政策，着重促进个体教育和技能的发展。图２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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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三个代表性国家从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１５年消极性社会政策和
积极性社会政策的支出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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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年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社会支出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１ ． 积极性社会政策支出水平低
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社会投资政策支出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积极性社

会政策支出占ＧＰＤ的比例平均为６ ９％，远低于北欧福利国家的水平。其主要
原因在于：政府主要职责是为值得救助的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保障；对于许多
普惠型福利和服务，国家仅提供基础保障；市场则提供更高水平的保障和更专
业的服务。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即使面对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过去３０年的福利
改革也没有显著增加这三个国家在家庭政策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上的支出，一
直维持在１ ４％和０ ３％的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福利国家被视为
“隐藏的福利国家”，因为它们的福利支出大多来自于私人部门，并普遍使用税收
型福利，而这些都没有被纳入社会支出统计口径。一旦将这两项纳入统计，自由
主义福利国家的规模则明显超过其他福利体制国家（Ａｄｅｍａ ＆ Ｗｈｉｔｅｆｏｒｄ，２０１０）。
２ ． 市场是积极性社会政策的主要提供者，政府扮演监管者的角色
自由主义路径和社会民主主义路径支出结构一致，按积极性社会政策支出

水平排序依次为教育政策、家庭政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从构成上看，教
育政策是自由主义路径的重心，支出水平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国家相当，
但家庭政策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支出水平显著较低。① 从三项政策发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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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个代表性国家中，英国的家庭政策支出水平远高于其他两个国家，平均达到２ ６％，
与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接近，这主要源自英国普适性儿童津贴的传统。作为《贝弗里奇报告》
（１９４２）中福利国家三大支柱之一，英国儿童津贴支出高达１ ３％，占总体家庭政策支出的
５０％，但英国的照顾供给体系却呈现出典型的私人市场供给的特征，英国也因此被视为自由
主义社会投资国家的典型代表。



看，自由主义路径一直维持高度的公私混合，市场是主要的提供者，国家承担
监管职能。

（１）高等教育市场化。受“第三条道路”影响，自由主义路径强调人力资
本的累积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因而非常重视教育政策。尤其是高等教育，作
为知识经济背景下社会投资国家的重心，它经历了大幅扩张。如前所述，这一
过程中私人部门承担了主要的支出责任。以２０２０年为例，美国、加拿大和英国
的私人部门在高等教育上的支出分别达到ＧＤＰ的１ ６％、１ １％和１ ５％，远高
于ＯＥＣＤ国家０ ５％的平均水平（ＯＥＣＤ，２０２３）。

（２）儿童照顾市场化。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儿童福利体系主要由以家计调
查为基础的现金给付和税收转移，以及以私人市场供给为基础的儿童照顾体系
共同构成，家庭照顾支出居高不下。２０２０年，英国家庭在托育服务上的花费占
家庭可支配收入的２２％，远高于ＯＥＣＤ国家１０％的平均水平（ＯＥＣＤ，２０２１）。
２０１７年，美国早期教育调查显示，仅５％的３岁幼儿能够进入公立幼儿园。自
由主义福利国家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促进照顾市场的发展，同时扮演管制者的
角色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从而渐渐成为管制型国家（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ｔｅ）
（Ｗｏｏｄｓ，２０１８）。

（３）工作福利（ｗｏｒｋｆａｒｅ）。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主要来自技术
创新，与职业技能培训相关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反而发展缓慢。因此，自由
主义福利国家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倾向于用负向措施（如削减福利、设置福
利领取门槛等）来激活劳动者，强调“工作福利”。就业服务也呈现出高度市场
化的特征，国家维持管制者的角色（Ｂｏｎｏｌｉ，２０１０）。
３ ． 积极性社会政策试图取代消极性社会政策，形成竞争关系
从养老金政策支出长期维持在低度水平上可以看出（见图２），自由主义福

利体制国家的消极性社会政策与积极性社会政策支出间形成此消彼长的竞争关
系。自由主义发展路径一直期望重新定义“社会政策”概念，即发展出远离社
会补偿、聚焦教育和技能投资的社会政策，从而让社会政策的价值体现在个体
市场工资而非福利保护中（Ｇａｒｒｉｔｚ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４ ． 收入不平等加剧
在这些国家分权制的背景下，较多的制度否决点（ｖｅｔｏ ｐｌａｙｅｒｓ）导致社会投

资政策预算增加的目标难以实现。同时，政府提供的合法性一直受到家庭主义
的冲击，在美国和加拿大，保守的社会组织和共和党的联盟坚持“小政府”，强
调家庭和市场的主要功能。结果，高度市场化导致低收入家庭难以负担机构照
顾服务，照护服务的市场化又进一步形成了庞大的低薪劳动力群体，收入不平
等问题加剧（Ｗｈｉｔｅ，２０１７）。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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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亚生产主义的社会投资路径
东亚福利体制国家属于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模式，经历了“压缩现代性”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过程。在工业化时期，国家主要实施促进劳动力商品化
的社会政策，以达成快速现代化的经济目标。但到了后工业化时期，当这些国
家集中面临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劳动力市场弹性化、女性就业率提高等多
重结构性转型时，民主政治的压力迫使政府主动回应这些社会需求，政府通过
同步建构社会补偿型和社会投资型政策来处理新旧社会叠加的风险。图３呈现
了日本和韩国两个典型国家积极性和消极性社会政策支出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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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年日本和韩国社会政策支出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积极性社会政策支出水平低
从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１５年，日本和韩国的积极性社会政策支出占ＧＰＤ的比例平

均为４ ７％，接近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水平。支出水平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教
育政策、家庭政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与两种社会投资发展路径一致（见
图３）。东亚福利体制国家维持低度社会投资支出水平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
生产主义特征。有限的财政资金长期投入到促进劳动力快速商品化的基础教育，
以及维持劳动力健康的公共卫生和基础医疗政策领域，其他社会政策领域的投
入有限。１９８０—２０１５年日本和韩国平均教育政策支出占ＧＤＰ的比例超过４％，
支出水平与发达福利国家相近。第二，家庭主义传统。东亚家庭被认为具有财务
支持与代际照顾交换的功能，家庭作为福利服务供给者的角色，实现压缩社会支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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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效果（Ｋｗｏｎ，２００５）。经过１０年发展，到２０１５年日本和韩国家庭政策支出
水平分别达到１ ４％和１ １％，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国家差距较大（见图３）。

（二）社会投资发展“准市场化”
１ ． 高等教育“准市场化”
在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东亚福利体制国家发展社会投资的重要

路径之一就是扩张高等教育规模，提高国民人力资本水平。韩国的高等教育入
学率早在２００６年就达到１００％，２０２０年日本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６２％ （世界银
行，２０２３）。两国高等教育能够在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基础上迅速扩张，有赖
于私有化改革和家庭投资。

一是政府管制的市场竞争。数据显示，２０１９年日本和韩国约有近８０％的本
科生、５０％

!

６０％的硕士生分布在私立院校（ＯＥＣＤ，２０２０），同时，两国私人
部门支出分别占高等教育经费收入的６７ ４％和６１ ７％，与美国私人部门的支出
水平接近（ＯＥＣＤ，２０２３）。通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日本和韩国的高
等教育被定义为自由主义的威权模式（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１）。这使得日本和韩国两国国民人力资本迅速提高，但也导致
质量较差的私立大学机构比重过高的长尾效应（ｌｏｎｇｔａｉ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二是家庭承担了高等教育扩张所需的经费支出。以２０１９年为例，日本和韩国
的家庭投入在高等教育投入中的占比分别是５１ ９％和４２ ３％，在ＯＥＣＤ国家中位
居高位（ＯＥＣＤ，２０２３）。与ＯＥＣＤ大部分发达国家由慈善组织以及国家负担学费
补贴不同，日本和韩国高等教育学费主要由家庭提供。以美国为例，７６％的学生
依靠国家助学金、奖学金和贷款支付学费，而日本的这一类学生仅占２７％。同时，
大多数ＯＥＣＤ国家的学费补贴主要针对地位较低的公立学校学生和贫困学生，日
本和韩国政府的学费补贴主要面对金字塔顶端的优秀学生，这导致高等教育体系
中的下游学生主要依靠家庭资金投入获得高等教育。对学生家庭贡献的过度依赖
也使得学生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不平等被强化（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１）。
２ ． 儿童托育“准市场化”
近年来，东亚福利体制国家积极发展家庭政策，尤其是儿童托育，以应对

普遍的“低生育率”问题。在日本和韩国，私营机构是儿童早期教育和照顾服
务的主要提供者。２０１９年的数据显示，在所有接受机构照顾的学龄前儿童中，
日本和韩国有接近８０％的儿童分布在私营机构中，远超ＯＥＣＤ国家５３％的平均
水平（ＯＥＣＤ，２０２２）。学者们普遍认为，日本已转向类似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
照顾市场化模式，韩国市场化程度更高（Ｏｃｈｉａｉ，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日本政府启动
儿童养育新系统改革，通过“缓和规制”向各类法人开放托育服务市场，对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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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机构直接补贴，并强化地方政府作为行业规制者和监管者的责任，标志着日
本托育走向“准市场化”。改革显著提高了日本托育服务的供给效率，托育率从
１９９０年的８％提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３７ ９８％。韩国政府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就
已形成以市场为主体的托育服务供给模式，２０００年后政府为所有选择机构托育
的３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提供服务券，并通过费用限价、引入机构认证体系等方
式加强托育机构监管，具有明显“准市场化”特征（于萌，２０２２）。

此外，日本和韩国的社会投资路径均明确地提出将照顾产业发展作为提高
女性劳动参与、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１９９７年金融危机后，韩国金大中政府率
先提出生产性福利，将以往侧重于再分配的福利体系转向投资性，引入竞争市
场。卢武铉政府（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直接提出以社会投资理念为基础的《２０３０
愿景》（２０３０ Ｖｉｓｉｏｎ），强调照顾产业应当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儿童照顾更是
其中的政策焦点。继任的李明博政府（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将社会服务写入就业白
皮书，提出“创造社会服务的工作可以增强经济成长的潜力，协助家庭主妇和
老人，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生产人口”（Ｆｌｅｘｋｅｎｓｔｅｉｎ ＆ Ｌｅｅ，２０１７）。

可见，家庭政策成为东亚生产主义社会投资政策的主要标识。“家庭主义”
导致日本和韩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维持低度的家庭政策支出，但两国逐渐发展
出儿童照顾服务的“准市场化”，并将照顾产业作为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重要
手段，呈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发展路径的特征。
３ ． 强调“工作福利”改革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福利体制国家内部要求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

政策的呼声很高，但是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却一直没有明显增长（见图
３），其原因主要是缺乏系统性回应经济危机的整体方案。承袭于自由主义福利
体制的“工作福利”被引入，成为日本和韩国“打补丁”式应对失业问题的主
要政策工具（Ｃｈａｎ ＆ Ｎｇｏｋ，２０１１）。日本将“工作福利”嵌入社会救助体系。
２００２年厚生劳动省提出《母子家庭等自立支援对策大纲》，要求接受补助的母
亲必须主动争取自立，领取补助的时间限制在５年内，如超过这个时间政府将
停止支付一部分补助。２００５年日本又在生活保护制度中导入自立支援方案，强
调有工作能力的福利领取者必须尽快回到劳动力市场（Ｍｉｕｒａ，２０１２）。同样，
韩国金大中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加强失业者领取失业津贴和寻找工作的责任，
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和职业训练体系。２０００年韩国政府将传统的社会救助体
系改为国家最低生活水平保障，纳入“工作福利”措施（Ｙｉ ＆ Ｌｅｅ，２０１５）。

（三）消极性社会政策与积极性社会政策支出先后增长，形成竞争关系
如图３所示，以养老金政策为代表的社会补偿性政策体系在日本和韩国率先

建立并持续扩张，支出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以家庭政策为代表的社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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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体系较迟建立且发展有限，一直保持低度的支出水平和缓慢的增长趋势。
可见，消极性社会政策支出的刚性增长抑制了积极性社会政策的支出增长，两
者间表现出明显的竞争关系。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日本和韩国发展出诸多
补偿性的社会保障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也被认为是导致东亚福利体
制扩张的主要原因。但人口快速老龄化推动两国的养老金支出稳定增长，给筹
资带来压力。当同时面临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低生育率等新社会风险时，如
何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分配消极社会补偿政策和积极社会投资政策的预算
支出成为东亚福利体制能否发展社会投资政策的重要挑战。

日本发展社会政策最早，它在战后就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但制度化的体系培养了一批既得利益者，导致日本政府虽然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就开始意识到积极性社会政策是解决当时高失业率和低生育率的良方，但也
无法通过削减养老金支出来发展社会投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本再次尝试削减养
老金支出，并让７０岁以上老年人负担一部分医疗费用，但反对的声音强烈。即
便到后期许多紧缩政策得以实施，但由于改革措施不够有力，再加上人口老龄
化速度太快，以及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引进，都迫使日本老龄政策支出不减
反增。

韩国的养老金支出低、增长缓慢，与日本明显不同。从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０年
养老金支出一直维持在１％左右，这与韩国基于“企业主义”的养老保障体系
密切相关。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政治民主化才推动韩国政府为私营企业
劳工建立国民年金体系。既得利益者的群体形成时间较短，无法抵抗福利的削
减，韩国养老金支出得以维持在较低水平（Ｐｈａｎｇ，２０１０）。相对充裕的财政资
金和较为宽裕的改革空间，被认为是韩国能够率先将财政资金转向政府主导型
的社会投资政策的重要原因。

总之，“压缩现代性”导致东亚福利体制的消极性政策支出与积极性政策支
出先后增长，两种政策间存在明显张力。消极性社会政策支出的刚性增长会给
财政资金转向社会投资政策增加难度，成熟的既得利益群体会压缩政治行动者
的改革空间，导致消极性社会政策的增长难以抑制，社会投资政策难以发展而
转向“准市场化”路径，未成熟的既得利益群体的作用机制则相反，两种社会
政策间因而形成明显的竞争关系（Ｙｅｈ，２０１８）。

（四）东亚生产主义社会投资路径特征与走向
东亚生产主义社会投资路径，从支出水平上看，积极性社会政策支出占

ＧＤＰ比例低。从支出结构上看，积极性社会政策支出从高到低依次为教育政策、
家庭政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日本和韩国已具有明显的“准市场化”特征。
从支出趋势看，积极性社会政策与消极性社会政策之间形成竞争关系。东亚生
产主义社会投资路径与自由主义路径相似（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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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社会投资发展路径比较
社会民主主义路径 自由主义路径 生产主义路径

支出水平 高 低 低

支出结构

（１）从高到低依次为教
育政策、家庭政策、积
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２）国家是主要的福利
提供者

（１）从高到低依次为教
育政策、家庭政策、积
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２）依赖于私人部门提
供，国家保持管制者
角色
１）高等教育市场化
２）儿童照顾市场化
３）工作福利

（１）从高到低依次为教育政
策、家庭政策、积极劳动力市
场政策
（２）依赖于私人部门提供，
国家扮演管制者角色
１）高等教育“准市场化”，
依赖于家庭支出
２）儿童托育“准市场化”，发
展照顾产业，提高女性就业率
３）改革社会救助体系，嵌入
“工作福利”

支出趋势 共同增长 竞争关系 竞争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东亚生产主义的社会投资发展路径与自由主义路径虽有相似之处，但仍有

区别。
一是教育政策重心不同。如前所述，日本和韩国的教育政策支出水平与西

方社会投资国家相当，但支出重心在于基础教育领域。这是由于东亚福利体制
诞生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必须通过基础教育让农业人口快速
积累基本人力资本进入工业部门，因此基础教育是社会支出重点（Ｋｉｍ，
２０１５）。社会投资国家的发展则深嵌于后工业化和知识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更强
调高等教育的扩张，例如《欧盟２０２０战略》提出了“让更多青年人获得高等教
育学位”的目标。近年来，为了适应知识经济转型，虽然日本和韩国高等教育
扩张效应十分明显，但相较于自由主义的社会投资路径仅关注高等教育政策本
身，日本和韩国更可能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的混合模式
（Ｇａｒｒｉｔｚ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二是消极性社会政策和积极性社会政策竞争关系的具体表现不同。对于自
由主义路径而言，发展社会投资的主要目标在于取代传统的社会补偿政策，因
而消极性社会政策和积极性社会政策间呈现为替代性的竞争关系。但在日本和
韩国，社会补偿支出与社会投资支出呈现为先后增长的趋势，消极支出的刚性
增长和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会影响积极性社会政策的发展，导致消极性社会
政策和积极性社会政策形成抑制性的竞争关系。

日本和韩国未来是否会沿着自由主义路径走下去？随着全球生育率的持续
走低，相较于自由主义路径一直坚持补缺主义，日本和韩国两国对于低生育率
问题明显表现出更积极的应对态度。韩国的转型最为典型，当意识到家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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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投资效应后，卢武铉政府（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将儿童照护中心增加两倍，
引进儿童照护津贴，并增加亲职假津贴，这些政策在连续两任左翼政府下继续
扩张。之后连续两任保守政府执政，李明博政府（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引入家庭照
顾津贴，提高亲职假津贴水平，并进一步针对０—２岁和５岁的儿童提供免费的
机构照护服务。朴槿惠政府（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则继续将免费的机构照护扩大到
３—４岁儿童，并将家庭照顾津贴覆盖所有学龄前儿童，韩国政府在家庭政策上
的投资进一步扩张。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解释不同，东亚社会投资的发展和
政党竞争并不直接相关，更可能是与政府对于低生育率问题的感知相关，因为
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政府，都积极围绕家庭政策这一轴线而扩张社会支出
（Ｆｌｅｃｋｅｎｓｔｅｉｎ ＆ Ｌｅｅ，２０１７）。再加上尚未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韩国政府有
能力将财政资金转向社会投资政策，因此在家庭政策上韩国有从自由主义路径
转向社会民主主义路径的趋势。

日本从２０１７年推出以“育人革命”和“工作方式革命”为标志的一揽子新
经济政策，到２０２２年扩充达到３２万幼儿托位数，同时全面推行幼儿教育免费
制度，都显示了日本政府发展家庭政策的决心。但既有政策仅对３—５岁的儿童
全面免除入园费，对０—２岁的儿童家庭仍设置了低收入家庭的门槛。可见，老
年福利支出的刚性增长以及巨大的老龄政治都迫使日本社会支出集中于老年群
体，预算支出难以调整，日本只能通过提高消费税来逐步发展家庭政策。日本
政府在社会投资政策发展上表现出“有心无力”的现状，还没有出现转型的
迹象。

五、中国社会投资国家建设何以可为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社会支出水平来

看，从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２０年我国积极性社会政策支出平均达到ＧＤＰ的４ ２２％ （见
表４），接近东亚福利体制国家日本和韩国（１９８０—２０１０ 年）的平均水平。
２０２０年我国的教育政策、家庭政策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这三项社会投资政策
支出水平，达到日本和韩国两国２００５年的水平。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我国社会投资政
策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教育政策（３ ３６％）、家庭政策
（０ ２３％）、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０ １４％）。从社会支出变化来看，教育政策
支出持续稳定增长，家庭政策支出自２０１０年后开始增长，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则一直维持低度支出水平，三项社会投资政策发展演变趋势完全不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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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于社会支出的分析框架，在此讨论的社会投资政策主要包括教育政策、家庭政策
和积极劳动力市场三项政策。



表４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中国社会政策支出占ＧＤＰ比重变化（％）
社会政策类型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平均
失业保障政策 ０ １２ ０ １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１１ ０ ０８

养老金政策 ２ １１ ２ １６ ２ ５５ ３ ５ ４ ０５ ２ ８７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 ０ １ ０ ２ ０ １３ ０ １４ ０ １４

教育政策 ２ ５６ ２ ７３ ３ ４６ ４ ０８ ３ ９８ ３ ３６

家庭政策 — — ０ ０７ ０ ２６ ０ ３５ ０ ２３

注：学前教育经费自２０１０年才开始有统计数据，纳入家庭政策计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教育政策上看，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围绕着教育公平、提升基本公共教育
均等化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我国教育政策体系迅速发展并完善。作为应对
知识经济社会转型最主要的社会投资手段之一，中国日益强调高等教育阶段人
力资本的培养，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明显。２００７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是
２２％，但到２０２２年已经达到７２％，高等教育逐步走向普及化（世界银行，
２０２３）。在过去的３０年间，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模式转变为兼具公办、民办
和跨国教育的大众化模式，非国有部门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教育提供者逐渐多
元化。截至２０１９年，我国私立院校的本科生占比为１７ ５％，私人部门支出占总
体高等教育经费收入的４６ ８％。１９９４年中国开始在高等教育中引入付费原则，
家庭教育投入在２０１９年达到２０ １％ （教育部，２０２０）。与日本和韩国相似，中
国在过去的２０年也通过采取市场化和私有化方式补充政府提供高等教育的不
足。但另一方面，我国政府也在不断增加对高等院校的经费投入和学位供给，
２０１９年公共部门投入仍是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主体（６３ ２％）。可见，我国高
等教育政策领域呈现出政府和市场“两条腿走路”的模式，被视为已经形成政
府主导、市场加速型的混合模式（Ｍｏｋ，２０２１）。

我国家庭政策虽然制定和实施起步时间较迟，但率先关注儿童早期教育的
普及，并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儿童托育，对儿童早期教育和照顾供给起到
补充作用。从学龄前儿童机构服务的供给看，相较于严格管制的公立幼儿园，
灵活的民办机构一直是托底力量。虽然仅有不到３％的３岁以下婴幼儿采用幼儿
园照顾的方式，但儿童参与民办园的比例高于７０％，民办园在３—５岁儿童早期
教育机构中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５０％ （教育部，２０２１）。２０１０年，被称为“国
十条”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强调早期教育的公益性
和普惠性，通过增加公办园学位来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中国学前
教育迅速发展，学前３年（３—５岁）毛入园率在２０２１年达到８８ １％，实现了
基本普及（教育部，２０２２），这成为我国家庭政策支出增长的直接原因。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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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带动婴幼儿机构照顾的发展。２０１９年国务院办公厅
下发的《关于促进３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家庭为主，
托育补充”的原则，强调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来推动３岁以下婴幼儿照顾服务的
发展，在距离、价格和质量三方面提升托育可及性。同年，国家卫健委具体制
定托育机构标准和管理规范，强调政府的监管职能。２０２１年国家明确将“大力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作为生育支持的重点措施之一，对托育机构进行财政补贴。
至此，我国婴幼儿照顾形成了“普惠优先、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新发
展格局。

在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不同于强调技能培训的“激活”政策范式，我国普
遍强调“工作福利”，因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水平较低，与日本和韩国相
似。近１０年来最典型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是在我国社会救助制度中引入“工作福
利”。２０１４年５月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对就业救助进行专章规定，包括
对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成员提供就业帮扶，无正当理由连续３次拒绝接受介绍
的与其健康状况、劳动能力等相适应的工作的低保人员，将依法减发和停止低保
金发放。从劳动力市场政策倾向上看，我国长期倾向工作推荐和公益劳动等消极
型激活政策，技能培训等积极型措施的供给明显不足（张浩淼，２０２１）。

从积极性社会政策和消极性社会政策的关系上来看，一方面，中国养老金
支出增长的结构性原因虽与日本不同，但同样面临着财政资金分配的难题。伴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金水平的连续增长，中国的养老保险支出迅速
上涨，２０２０年该项支出总额达到５４６５６亿元（人社部，２０２１）。同时，我国在
短期内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养老保险体系，老龄政策体系仍处于持续扩张时
期，高龄津贴制度逐步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试点城市也在不断增加，截
至２０２３年，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１８连涨”，在经济持续下行的情况下，养老
政策支出的不断增长会造成较大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三孩政策”出台后，
相关配套措施逐步完善，多省延长产假，设立育儿假，逐渐建立育儿补贴制度。
为了达到２０２５年每千人口拥有３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４ ５个的目标，从２０２０
年到２０２２年，国家支持社会力量增加普惠型托育服务供给，预算内投资下达２０
亿元，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超过５０亿元，累计新增２０万个托位。相较于
日本和韩国，我国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现时间更迟、发展更快，这也
意味着面临新旧风险叠加的严峻挑战。总之，今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老
年福利体系仍处于制度扩张时期，家庭政策仍处于试点阶段，积极性社会政策
和消极性社会政策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将成为我国社会投资国家建设所面临
的主要问题。

从全球社会政策发展轨迹来看，走社会投资国家之路，是这个时代的风向
标。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在老龄化加速发展的今天，社会投资政策体系结
构转型的难度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为了打破这个局面，中国社会投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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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建设应抓住两个关键：一是确立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念。树立积极社会政策
制定的优先性原则，即今后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背景无论如何变化，都应优先
从社会投资视角来判断和决策，目前应重点选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等积极社
会政策领域率先突破，形成示范作用（林闽钢，２０２１），并成为我国今后发展积
极社会政策的战略重点。二是重视社会服务的基础性作用。从社会支出的视角，
显性社会政策主要依靠收入再分配手段，通过政府财政投入，实施各种社会支
出项目。中国社会投资国家建设必须超越积极性社会政策和消极性社会政策此
消彼长的竞争关系，从注重“显性社会政策”的作用发挥，转换到依靠“隐性
社会政策”（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通过社会服务发力，围绕构建全民基本社
会服务（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ＵＢＳＳ）的体制和机制（林闽钢，２０２２），
发挥出社会服务的基础性作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各种社会风险，提供社会保
护、激活劳动者潜能、支持家庭发展，赋能各种社会群体，走中国特色社会投
资国家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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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投资国家的发展路径如何行之有道？◆


